
20世纪 “佛教与古代文学”研究述评 

何坤翁 吴光正 

在多种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的统摄下 ，二十世纪 “佛教与占代文学”的研究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衍变历程。 

前期主要是在西方知识体系的参照下，参与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不少文学史著作甚至以佛教的传入 

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共和国建国后，由于宗教被视为 “鸦片”，“佛教与古代文学”的研究淡出研究者的视 

野。随着二十世纪80年代方法论探索、宏观研究和文化热的兴起，“佛教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迅速成为古代文 

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二十世纪的 “佛教与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二百余部专著和一大 

批论文，在佛教文学的综合研究、佛教与六朝文学研究、佛教与唐宋文学研究、佛教与元明清文学研究四个领 

域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本文将通过对代表性论文的分析来阐述这一专题研究的内在理路，并作简要评价，以 

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

、 佛教文学的综合研究 

佛典翻译文学有怎样的状貌，佛教对中国文学的语言、体裁、理论以及对文艺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20世纪初都由学者发凡起例，而后沟渠流衍，汇成了佛教文学综合研究的洋洋大观。 

最早的话题是佛典翻译文学。1920年，梁启超首次确立佛典翻译文学的概念，对佛典翻译作了生动勾画 ， 

指出它的三个影响：扩大了国语内容，改变了语法文体，发展了文学情趣①。胡适撰写 《白话文学史》来宣扬 

白话文，认为佛典翻译推进了白话文学。他说，佛典翻译文学的影响体现为：白话文体的形成，想象力的大解 

放，文学形式的大变化。这是在六世纪以后持续发生的，但不专靠译经收效，经文转读、梵呗、唱导的宣教方 

法也起了重要作用②。那时，周一良有憾于佛典翻译文学未获广泛关注，特别撰文从三个方面揭示其价值：一 

是佛典翻译文学可当作纯文学，二是翻译佛典可当作寓言、故事一类的通俗文学，三是从语言文史角度看待佛 

典翻译文学③。民国时期的陈寅恪、顾随先后在大学开设佛典翻译文学的课程。但是，后来共和国的意识形态 

干扰，使得相关的研究停滞。顾随的 《佛典翻译文学选》写成于 1954年，直到 1980年才能发表(垒)。2000年孙 

昌武撰文指出，佛典翻译文学兼具宗教和文学两方面的意义价值，是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举了具体例 

子，证明佛典翻译对中国文学的语言、文体、题材、构思和表现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⑤。一些学者对佛典翻 

译专书作了深入研究。比如，周一良考察了 《佛所行赞》的名称及其作者马鸣菩萨⑥，侯传文则对该书的形成 

过程、具体内容、形象塑造、艺术成就作了分析⑦。 

佛教语言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首先是译经文体的影响，前已论及。再者是禅宗的语言影响。朱自清说，禅 

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二十世纪古典文学学科通志》结项成果，项目编号：04AZW003；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0--2014年度重大出版工程前期成果。 

①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载 《佛学研究十八篇》，沈阳：辽宁出版社，1998。 

②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新月出版社，1928。 

③ 周一良：《论佛典翻译文学》，《申报》“文史”第3—5期，1947年 12月20日和27日、1948年1月 10日； 

又载 《周一良集》第3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④ 顾随：《佛典翻译文学选》，石家庄：《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⑤ 孙昌武：《关于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北京：《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 

⑥ 周一良：《汉译马鸣 (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周一良集》第3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⑦ 侯传文：《(佛所行赞)与佛传文学》，青岛：《东方论坛》，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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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倡导 “离言说”，却是最能够活用语言的①。葛兆光认为，受佛教影响的诗歌与口语接近，自然流畅，而受道 

教影响的诗歌奇谲深涩②。禅门中常常提到 “云”，“云”象征闲散自在的心境。葛氏考察了 “云”的使用史， 

指出中唐诗人爱用 “云”字，乃从禅宗借来③。 

佛教对文学文体的影响，从综论方面来看，谢无量、钱钟书、季羡林、张中行、巨赞等人的观点值得重视。 

文学史家谢无量特撰鸿文，分 “梵音人中国以成沈约四声及骈文律诗之发展”、“译经之正确及注疏教义之大 

成”、“佛教普及平民文学及变文以后新体文学之发展”三方面，介绍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④。这一观点写进 

了他的 《中国大文学史》。此后的一些文学史，甚至以外来文化的输入作为文学史分期的标准。季羡林列举大量 

实例，从题材、体裁、意象、语言等方面，说明佛教文学对先秦以至现代文学的影响⑤。张中行认为，对中国 

诗歌而言，佛教影响了它的格律、语言和内容；对中国文而言，佛教影响其题材和内容；佛教也影响了诗文评， 

人们用禅理来谈论文学，出现了韵味说、妙悟说、神韵说⑥。另外，巨赞法师撰有 《佛教与中国文学》⑦，钱钟 

书的 《管锥编》中涉及到大量佛典。这些学者学植深厚，不少观点具有发凡起例的作用。 

从分论方面来看，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佛教对 中国小说、戏剧、散文和民间文学的影响。 

小说方面，鲁迅论述中古小说时，提到佛教的催引力量⑧。霍世休将唐代传奇与佛经故事作比对，追溯故 

事的发展演变，在故事原型母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意义⑨。潘建国认为，佛教俗讲、转变对说话的发展起了关 

键作用⑩。 

戏剧方面，学者们关注的是梵剧和佛教对中国戏剧的影响。许地山梳理了印度乐舞、印度戏剧对中国戏剧 

的影响，辨析了梵剧的体例及其在中国戏剧上的体现⑩。卢前分析了 《归元镜》、《劝善金科》等剧作，指出中 

国戏剧在题材上深受佛教的影响⑥。焉耆文 《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在新疆不断发现，引发了学术界讨论中印 

戏剧的兴趣。季羡林就吐火罗文剧本的情况、印度戏剧的发展、印度戏剧在中国新疆的传播、吐火罗文剧本与 

中国内地戏剧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发表看法⑩。廖奔指出，梵剧在东传过程中发生了语言转换，由梵文到吐火 

罗文到回鹘文，再到汉文。当梵剧到达敦煌时，剧本特征 明显减弱，朝向书面文学发展了。由于戏剧样式引进 

艰难，说唱俗讲便取代戏剧，成为宣扬佛家教义的主要工具。对于汉族戏剧，梵剧和西域戏剧的影响只在某些 

内容和表现手段上，还不能对汉族戏剧本体产生根本性作用⑩。还有学者从演出形态探讨佛教文化对中国戏剧 

的影响。黄天骥认为，中国戏剧的勃兴曾受到印度文化的启迪，元杂剧中 “旦”和 “末”两个角色，就来 自印 

度⑩。康保成指出，佛教文献中 “瓦舍”指僧房，“勾栏”是夜摩天上的娱乐场所。古代戏场多设置在佛寺， 

① 朱自清：《禅家的语言》，载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② 葛兆光：《“神授天书”与 “不立文字”——佛教与道教的语言传统及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北京： 

《文学遗产》1998年第 1期。 

③ 葛兆光：《禅意的 “云”——唐诗中的一个语词的分析》，北京：《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 

④ 谢无量：《佛教东来对中国文学之影响》，载张曼涛主编：《佛教与中国文学》，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 

1978。 

⑤ 季羡林：《印度文学在中国》，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又载 《季羡林学术精粹》第4卷，济南：山东友 

谊出版社 ，2006。 

⑥ 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正统文学》，载张中行： 《张中行作品集》第3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⑦ 巨赞法师：《佛教与中国文学》，《巨赞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⑧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上册，1923；下册，1924。 

⑨ 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上海：《文学》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 

⑩ 潘建国：《佛教俗讲、转变技艺与宋元说话》，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⑩ 许地山：《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1927。 

⑥ 卢前：《中国戏曲所受印度文学及佛教之影响》，《文史杂志》第4卷第 11、12期，1944年12月；又载张曼 

涛主编：《佛教与中国文学》，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⑩ 季羡林：《吐火罗文 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原载季羡林：《比较文学与 

民间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⑩ 廖奔：《从梵剧到俗讲——对一种文化转型现象的剖析》，北京：《文学遗产》1995年第 1期。 

⑥ 黄天骥：《“旦”、“末”与外来文化》，北京：《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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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舍”和 “勾栏”便被借用为演出场所。从名称到内涵，“瓦舍”和 “勾栏”都反映了佛教对中土戏剧文化的 

影响①。 

佛教对散文和民间文学的影响，也有学者关注。孙昌武指出，译经写作实践和佛典的文体特征，对中国散 

文产生了重大影响②。在这个领域，佛教寓言最受重视。鲁迅为王品清校点 《痴华鬟》做题记，盛赞印度寓言 

文学对其它国家的文学影响③。陈允吉考辨了 《黔之驴》故事的源流，指出柳宗元寓言创作丰盛之期与他沉溺 

佛典在同一个时间段④。刘守华在佛教类书 《经律异相》中找到大量民间故事的源头，从而梳理出一些故事的 

发展轨迹⑤。 

关于佛教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影响，郭绍虞、蒋述卓、吴言生等人做过深入研究。郭绍虞有 《(沧浪诗话)以 

前之诗禅说》一文，梳理寒山、姜夔一批文人对诗禅关系的论述，清理了诗禅说的形成前史⑥。蒋述卓指出意 

境论由佛教的境界说转化而来，儒道释是其哲学来源，儒道开其先，释子助其成⑦。吴言生撰有三部著作，探 

讨佛教对中国文艺理论的影响，尤以 《论 (涅架经)对禅思禅诗的影响》一文具有特色⑧。 

佛教传人中土，其宣教文艺也随着进入，中土僧众和信众也创作了大量的宣教作品。这些作品引起了学者 

的兴趣。张长弓第一次对中国佛教徒的诗歌作了专题研究。他指出：僧诗旨趣淡远，僧人中诗人多，是由于遭 

遇变故的文人墨客多逃隐于浮屠，而文人也喜欢和僧人唱和⑨。孙昌武指出禅宗对文人的生活和创作影响深远， 

并详细介绍了语录、偈颂、禅史、灯录的发展演变、文本特征及其在形象塑造、语言表达等方面的文学成就⑩。 

王小盾梳理了汉唐佛教音乐的发展轨迹：早期佛教音乐以呗赞和转读为主，转读用于佛经散文的唱诵，呗赞用 

于佛经偈颂的唱诵，在雅正原则指导下发展，其稳定性基本未变；唱导制度于东晋确立后，唱导音乐在善诱原 

则指导下走上了地方化、民歌化的道路，用于教义宣传和俗讲；佛曲是礼佛娱佛之曲，其特点是同乐工结合， 

在北朝随着乐工人华而进入中土，用于佛教庆典和佛寺文艺活动，在 “歌咏颂法”原则指导下也走上了民间化 

的道路。这三大系统各自独立而又结合为用，渗透到中国音乐文化的各个方面⑩。车锡伦指出，宝卷渊源于唐 

代僧侣讲经说法、悟俗化众的俗讲，与南宋瓦子中的 “说经”无关⑥。 

佛教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现象，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吕威利用楚帛书、敦煌残卷与佛教伪 

经分析洪水神话，指出除了创世型洪水神话外，还可能流行着以女娲伏羲为洪水遗民的再创世型洪水传说，而 

同胞配偶是洪水——创世神话的原初性、结构性母题。他还指出，重新挖掘民间洪水神话的文化论道德论价值 

是在佛教传人中土以后的事情⑩。孙昌武分析了中国文学中的维摩诘和观世音形象的演变，指出维摩诘是义学 

沙门和士大夫心仪的偶像，是六朝唐宋时期士大夫理想生活方式的投影，随着佛教义学的衰落和理学统治的加 

强，维摩诘的形象淡出文坛；观世音则一直流传于世俗生活中，并不断根据中国人的意识改变自身的面貌，得 

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妇女的普遍信仰⑩。 

二、佛教与六朝文学研究 

六朝时期，异质文化的佛教和中土文化大冲突大融汇，佛教的音声、义理、仪式对六朝文学和文论产生了 

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北京：《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 

孙昌武：《佛典与中国古典散文》，北京：《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 

鲁迅：《(痴华鬟)题记》，载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陈允吉：《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 (黔之驴)故事的渊源和由来》，载 《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刘守华：《从 (经律异相)看佛经故事对中国民间故事的渗透》，《佛学研究》1998年卷。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蒋述卓：《佛教境界说与艺术意境论》，原载 《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吴言生：《论 (涅槊经)对禅思禅诗的影响》，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第3期。 

张长弓：《中国僧伽之诗生活》，北平：新野张长弓书店，1933。 

孙昌武：《禅文献与禅文学》，选自 《文坛佛影》，北京：中华书局，2001。 

王小盾：《汉唐佛教音乐述略》，原载 《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车锡伦：《中国宝卷的渊源》，扬州：《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吕威：《楚地帛书敦煌残卷与佛教伪经中的伏羲女娲故事》，北京：《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 

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诘与观世音》，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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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经过学者百年来的努力 ，这一历史进程的轮廓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 

佛教音声对六朝文学声韵的影响是最早引起关注的话题。陈寅恪指出，人声和平上去合为四声，平上去三 

声模拟当日转读佛经的三声，实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的三声；四声说由沈约等人创立于南齐永明年间，乃在于 

审音文士和善声沙门对四声研究甚众且精，而恰逢时运于竞陵王京邸结集发表；五音与四声是体用关系，前者 

是中国传统理论，后者是西域输入技术①。许云和进一步指出，转读对于永明四声说的影响，在于其在中土形 

成了一套声病原则，为永明四声八病说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永明四声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模拟中国 

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即汲取五言偈赞的转读原则和做法。他还认为，六朝歌诗极哀特征的形成，实出于梵呗 

哀亮特征的推助②。丁永忠从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的标题和咏叹主词—— “归去来”一语是佛教阿弥陀净土 

信仰流行赞辞——这一现象得到启发，勾稽今存 日本的释僧亮 《归去来》、《隐去来》佛曲，指出 《归去来兮 

辞》的创作受佛曲影响，其内容当含佛理，体现了玄佛合流的时代精神③。 

佛教义理对六朝文学文体、题材的影响是一个重要论题。关于前者，范子烨的个案研究值得注意。他指出， 

中古僧侣学者的格义风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 “合本子注”现象进入佛学的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杨 

衔之所用，造就了 《洛阳伽蓝记》正文与注语合体构成的新文体特征④。关于后者，则涉及到山水诗、玄言诗、 

宫体诗的兴起和兴盛。蒋述卓指出，两晋时期玄佛二家对理想人格的讨论推动了山水审美观的发展，影响到山 

水诗的产生，佛教造像以及玄佛二家在 “形象”认识上的融合也对山水诗的产生发生了较大影响⑤。张伯伟指 

出，魏晋玄学与佛学交融，僧人注重外学而名士留心佛典，僧人与名士交往频繁，佛、玄互阐。于是，玄言诗 

与佛理诗交融，体现为许询、孙绰、支遁等人大规模地在玄言诗中渗入佛理。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佛教中国化 

的轨迹⑥。关于梁代宫体诗，汪春泓较早关注到宫体诗与佛教的关系⑦。学界曾将宫体诗归结为作者的低级趣 

味，许云和对此深表怀疑。他考察了梁代君臣的生活态度，指出萧梁君臣父子强烈批判荒淫的社会风气，并有 

切实的整改措施和行动；徐摘为响应梁武帝用佛法化俗的号召，便创为宫体，模仿佛经极演欲色异相以说法化 

俗；宫体诗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行目的是为了否定女色，理论依据是佛教的修不净观想⑧。 

学者们还发现，佛教义理对六朝文学观念的生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普慧指出，东晋南北朝时期确 

立的审美虚静说是与佛教分不开的⑨。汪春泓指出，刘勰在顿悟渐悟之争中秉持折衷态度，将这种态度移用到 

文章之学中，决定了 《文心雕龙》的文论思想不偏不倚，成为后世文论的 “万世师表”，其般若中道的 “折衷” 

意识对后世最具正面意义⑩。 

佛教仪式也对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作为一种希冀随愿得福的礼佛仪式，伎乐供养刺激了声 

伎和歌舞的发展，使得六朝言情歌诗的创作更为活跃，呈现出淫艳的诗风⑩。陈洪指出，八关斋仪式赋予南北 

朝小说以佛教精神，制约了小说的内容和形式，由此认定佛教仪式是佛教文化影响中国小说的一大中介环节⑥。 

甚至七言诗的渊源，陈允吉在楚辞说、歌谣说外也提出了佛教说。他认为，佛典七言偈在中土流布，促进 

了七言诗形式的成熟，其来龙去脉可以概括为：汉译佛典七言偈——梵呗七言诗颂、唱导七言歌赞——文人所 

作的七言诗颂——粱末成熟期的七言乐府⑩ 。 

① 陈寅恪：《四声三问》，北京：《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1934年4月。 

② 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六朝歌诗、声律》，北京：《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 

③ 丁永忠：《(归去来兮辞)与佛曲 (归去来)——陶渊明 (归辞)思想及创作新探》，载丁永忠：《陶诗佛音 

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④ 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文体特征与中古佛学》，北京：《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 

⑤ 蒋述卓：《玄佛并用与山水诗的兴起》，湛江：《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⑥ 张伯伟：《玄言诗与佛教》，原载 《禅与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⑦ 汪春泓：《论佛教与梁代宫体诗的产生》，北京：《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 ， 

⑧ 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北京：《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⑨ 普慧：《慧远的禅智论与东晋南北朝的审美虚静论》，北京：《文艺研究》1998年第5期。 

⑩ 汪春泓：《佛教的顿悟和渐悟之争与刘勰的 “唯务折衷”》，载汪春泓：《文史探真》，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⑩ 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六朝歌诗、声律》，北京：《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 

⑥ 陈洪：《佛教八关斋与中古小说》，合肥：《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 

⑩ 陈允吉：《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译》，上海：《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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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教与唐宋文学研究 

敦煌讲唱文学的发现，使 “佛教与唐代文学”的专题研究格外繁盛，重要的业绩是围绕敦煌讲唱文学扩展 

的。相比于唐代，佛教与宋代文学的研究要逊色得多。这里按照文学史的传统段落划分，将唐宋放在一处讲。 

以敦煌讲唱文学为重点，这是由研究实际决定的。 

学界对敦煌讲唱文学的总体认识是逐渐深入的。关于敦煌讲唱文学的名称，从王国维将它泛称为 “通俗诗” 

和 “通俗小说”开始，先后拥有各式各样的称呼，郑振铎采用 “变文”这一名称后，逐渐得到学界公认。郑振 

铎还对变文的体制和题材做了分析，指出变文的发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消息，人们突然发现宋元以来的诸 

宫调、戏文 、话本 、杂剧、宝卷、弹词、平话等文艺样式成了 “有源之水”①。向达为了探讨这批讲唱文学作 

品，对俗讲做了详尽研究，材料上几乎竭泽而渔，基本上廓清了俗讲的真面目②。孙楷第将敦煌讲唱文学判为 

讲唱经文、变文、唱导文等四科，并拟对其轨范和文本体裁展开分析。可惜的是，只完成了讲唱经文的体裁分 

析③。随着研究的深入，周绍良指出这些文学作品在形制、体裁等方面差异巨大，不能只用 “变文”一词来概 

括，于是分变文、讲经文、因缘 (缘起)、词文、诗话、话本和赋对这些通俗文学做了重新分类和界说④。王小 

盾根据表演艺术上的类属将敦煌文学分为讲经文、变文、话本、词文、俗赋、论议文、曲子辞、诗歌八类。在 

他看来，曲子、词文、讲经文、变文、话本、相嘲及其所联系的表演艺术是西乐东渐的产物，论议、俗赋及其 

所联系的表演艺术则根植于本土文化。敦煌文学表明：“在古代中国，文学主要是依靠口头手段而传播的，一直 

密切地联系于各种讲唱艺术；文体的变革乃通过讲唱艺术的不断变革而发生，以民间创造为渊薮；文学不仅具 

有娱乐功能，而且具有宗教功能、政治功能、知识功能和交际功能，本质上是社会群体的共同活动。”⑤ 

上述认识的深化与学者对这些作品的整理、释读密切相关。罗振玉、陈寅恪等民国学者写了大量的文章。 

如陈寅恪指出佛典长行与偈颂相间的文体在 “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 

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他还以敦煌本 《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和鸠摩 

罗什所译经文对勘，“推见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及其嬗变之流别”⑥。1949年后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 

当推项楚。他的佛学素养和文献功力，为解读这些作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比如，他指出 《敦煌变文集》卷六 

把北京衣字33号变文拟为 《地狱变文》是不对的，因为饿鬼鞭尸发生在墓地，与地狱无关，这个故事实际上出 

自 《经律异相》、《法苑珠林》等书。根据佛书，项楚复原了这一残文的情节：一部分写鞭打死尸，一部分写摩 

挲死尸，共同宣扬 “罪福追人，久而不置，不可不慎”的道理⑦。再如，他指出释典所载释迦牟尼降魔事详略、 

细节各有差异，伯2187号卷子所演释迦牟尼降魔事是变文作者在博采众经的基础上创作的，具有很高的艺术 

性，但不可能找到所依据的特定经本⑧。又如，他指出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 《维摩碎金》是唐代俗讲 

僧手录的俗讲底本，系依据鸠摩罗什译本演绎 《佛国品》的一部分。这一俗讲底本披露出一个事实：现存的各 

种 《维摩诘经讲经文》不是出自一个系统，至少来自两部不同的长篇 《维摩诘经讲经文》，足见当时开讲盛况 

和俗讲僧人的艺术创造力⑨。 

① 郑振铎：《变文的出现》，原载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1933。 

② 向达：《唐代俗讲考》，初稿刊于北京：《燕京学报》第 16期，1934年 12月；修改稿刊于北京：《国学季 

刊》第6卷第4号，1950年 1月。 

③ 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载 《沧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④ 周绍良：《唐代变文及其他》，北京：《文史知识》1985年第 12期、1986年第1期。 

⑤ 王小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⑥ 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 

年5月。 

⑦ 项楚：《关于 (地狱变文)》，见 《敦煌文学杂考》一文，原载 《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 (遗书 

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⑧ 项楚：《(破魔变文)与释典》，见 《敦煌文学杂考》一文，原载 (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 (遗书 

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⑨ 项楚：《(维摩碎金)探索》，天津：《南开学报》，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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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文和变相关系的探讨，也推进了学界对敦煌讲唱文学的认识。日本学者首创图文说，梅维恒甚至指出 

只有变相图相配合的释家讲唱才是变文，似乎在表明变相与变文是同一关系。李小荣从变相的创作方法、用途及 

其在变文讲唱中的作用人手 ，阐明变相的含义，推定它和变文不是同一关系①。根据伯第 3784号卷子所载变文尾 

题 《祗园因由记》，美术史家金维诺将原拟题 《牢度又斗圣变》的敦煌第9窟的图像改称为 《祗园记图》，指出这 
一 图像进一步在壁画上提供了变文、变相密切结合的实例，即 《祗园记图》上的题榜不和其他经变一样照写佛经 

原文，而是依据由佛经演变而来的变文与变文中的唱词。这一研究发凡起例，开启了图像和文字互释的先河②。 

关于方外诗歌，王梵志、寒山子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敦煌石室发现王梵志诗歌的多种写本后，王梵志才重 

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胡适首先从倡导白话诗的角度对之大唱赞歌，紧接着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学者投入了研究。 

张锡厚和项楚先后出版了王梵志诗歌的整理本。张锡厚曾就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歌的著录、卷次、本子和整理提 

出看法③。项楚指出，王梵志诗决不是一人所作，也不是一时所作，而是在数百年问，由许多无名白话诗人陆 

续写成。理由是：王梵志的一部分诗作是从客观上观察评论宗教问题，其思想倾向对佛教不利，绝对不是 “菩 

萨示化”的王梵志所作；以佛教徒身份创作的诗歌，观念上差异乃至矛盾依然很大。在他看来，王梵志诗歌分 

为三部分：敦煌所出三卷本 《王梵志诗》产生于初唐特别是武则天当政时期，大约在武周晚期最迟不会在开元 

以后编辑成集；敦煌所出一卷本 《王梵志诗》是唐代民间的童蒙读本，大约编写于晚唐时期；散见的王梵志诗 

没有一首见于三卷本 《王梵志诗》，是盛唐至宋初陆续产生并附丽于王梵志名下④。关于寒山子的年代，一说初 

唐，一说中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载二说。余嘉锡从文献上断定寒山子绝对不是初唐人⑤。王运熙、杨明 

从用韵上进一步证明寒山子诗歌绝对不是初唐所作⑥。钱学烈举证驳斥了寒山子为唐初贞观时人的传统偏见， 

又以寒山诗作为内证，修正胡适、余嘉锡、钱穆等学者所持的中唐大历说，大致确定寒山子的生卒年代为公元 

725—830年⑦。钱学烈还指出，寒山子的诗歌按内容可分为 自叙诗 、风俗诗、隐逸诗 、道教诗、佛禅诗五类， 

其佛禅诗的各个类别各具特色⑧。 

皎然、惠洪、永嘉玄觉等诗僧也引起了学界的兴趣。蒋寅梳理了皎然的生平、学佛经历和诗歌创作大势， 

对其诗歌境界作了评析，目的在于凸显皎然这样一位有着完整文集流传又有诗学著作的诗僧的典型意义，具有 

很强的问题意识⑨。学界一直有人认为永嘉玄觉其人子虚乌有，其 《证道歌》是伪托，张子开则勾稽禅宗史料 

和敦煌文献作了详细考辨⑩。张宏生分析了诗僧惠洪复杂而多元的性格特征，着重对其艳体诗展开论述⑩。 

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唐宋作家的心态和创作，在一些经典作家身上尤为明显。学界对此给予 

了较多关注。张晶指出，禅是唐宋士大夫的心灵哲学，深刻地影响了唐宋诗人的行为方式，并在诗歌创作中吐 

露如下心态：人生如梦身如浮云、任运自在随缘自适、忘机与安闲、幽与静，这些心态使得诗歌呈现出独特的 

美学风貌⑥。胡遂指出，白居易学佛的最大收获在于随缘任运⑩。张海沙勾稽了岑参与佛教的因缘，指出其写 

景诗深受 《楞伽经》 《法华经》的影响⑩。陈允吉认为，王维描绘自然风景的作品反映着诗人的世界观，具体 

体现为禅宗的 “空”观、入寂理念、禅悟思维和居士情趣⑩。陈允吉还分析了唐代壁画的题材和形象特征，指 

李小荣：《变文变相关系论～—以变相的创作和用途为中心》，兰州：《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金维诺：《(祗园记图)与变文》，北京：《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张锡厚：《关于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整理的若干问题》，北京：《文史》，第15辑，1982。 

项楚：《王梵志诗论》，北京：《文史》第31辑，1998。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 

王运熙、杨明：《寒山子诗歌的创作年代》，上海：《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钱学烈：《寒山子年代的再考证》，深圳：《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钱学烈：《寒山子禅悦诗浅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蒋寅 ：《皎然诗禅论》，北京：《学人》第三辑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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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韩愈的诗歌创作在艺术构思和形象特征上都深受壁画影响，其险怪诗风的形成与寺庙壁画有密切联系①。王 

启兴探讨了佛教对柳宗元在永州时人生态度、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味的影响②。 

具体到宋代作家，学者们无一例外地指出禅学对他们的影响。王季思认为，“江西派诗骨子里是禅，所以其 

意境是静的；但在这静的意境中，却含有一点动的机趣，这正是善于打诨的效果。”③ 钱志熙认为，黄庭坚思想 

中有两个明显受禅宗影响的地方，一是借鉴禅宗顿悟真如的方式修养心灵，二是融合佛禅平等观及庄子齐物论 

思想来培养超然物外、万物一家的社会伦理观念。受禅学影响，黄庭坚创作了大量禅境诗和禅悟式的诗歌，诗 

风奇崛拗硬而幽默风趣④。王琦珍指出，禅家观照和思维方式是形成 “诚斋体”的重要因素⑤。赵仁硅认为， 

关注苏轼散文中的禅，可以清楚地勾划苏轼的禅思想，更深刻地揭示苏轼散文的风格。苏轼的禅思想有两大特 

征，一是坚持禅宗的严肃性而不满其堕落，一是提炼禅宗的精髓，吸取其合理内核。禅学影响到苏轼的论文主 

张，影响了苏轼散文的思维方式、表述手法和意境⑥。 

关于佛教与唐宋文学理论，探讨集中在禅学与诗学的关系上。郁沅指出， “严羽诗歌理论的核心就是由 

“识”—— “悟第一义”—— “妙悟”，也就是通过培养对诗歌的阅读、欣赏和辨别能力，领会唐诗形象饱满的 

特点，进而认识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和特殊方法。”⑦ 程亚林指出，前人论诗禅关系只关注严羽 《沧浪诗话》等 

少数材料而忽略了僧诗中的观点，因而从皎然和齐已等人的诗歌中梳理相关资料，阐述诗禅关系⑥。 

由于宋代文字禅风靡整个文学界，因此文字禅的言说方式及其对诗学的影响就成了学界探讨的重点。魏道儒 

分析了代别、颂古、拈古和评唱四种文字禅的样式和文字禅的代表性著作 《碧岩集》，指出 “文字禅的四种样式都 

是以文字教禅和从文字悟禅作为目的，禅从不可说变为可说。禅僧不仅重视 ‘说似一物即不中’，而且也重视 ‘玄 

言’了，并且逐步走上追求华丽辞藻的道路。禅僧不仅重视直观体验的证悟，而且也重视知性思维的解悟了。”⑨ 

周裕锴致力于探讨宋代文字禅的阐释方式对宋代诗歌表达技巧的影响。在他看来，宋代禅师借鉴并改造了佛经 

诠释学中 “遮诠”的方法，形成了绕路说禅的语言技巧，这种技巧进入宋诗创作后，丰富了宋诗的修辞技巧， 

扩展了宋诗的表现方法，给富于理性精神的宋代诗人和读者带来几分机智的想象力，但有的作品绕得太远而缺 

乏审美的直接性⑩。周裕锴还指出，大量的禅宗术语被引进诗学，形成了宋代诗学 “以禅喻诗”的鲜明特色⑩。 

四、佛教与元明清文学研究 

元明清时期，佛教以本土文化的姿态参与了中国文学的建构。二十世纪的相关研究对这一文学律动作了较 

为准确的把握。 

小说方面，佛教对民族特色的熔铸受到关注。张稔穰指出，佛教影响了明清小说的思想和结构⑧。张锦池 

以 《水浒传》《西游记》的形象设计和叙事结构为例，将宗教在小说中的作用界定为 “神道设教”。他也用 “神 

道设教”来解说 《红楼梦》，认为 《红楼梦》存在一个架构故事情节的三世生命说⑩。张先生还通过分析偈语， 

① 陈允吉：《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上海：《复旦学报》1983年第 1期。 

② 王启兴：《超尘越俗徜徉山水——佛教对柳宗元及其山水游记和景物诗的影响》，武汉：《湖北大学学报》， 

1989年第 6期。 

③ 王季思：《打诨、参禅与江西诗派》，杭州：《之江文会》1948年第1期。 

④ 钱志熙：《黄庭坚与禅宗》，北京：《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 

⑤ 王琦珍：《论禅学对诚斋诗歌艺术的影响》，沈阳：《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⑥ 赵仁畦：《苏轼散文中的禅》，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⑦ 郁沅：《严羽诗禅说析辨》，上海：《学术月刊》1980年第7期。 

⑧ 程亚林：《诗禅关系认识史上的重要环节——读皎然、齐己诗》，北京：《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 

⑨ 魏道儒：《宋代禅宗的 “文字禅”》，北京：(ut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 1期。 

⑩ 周裕锴：《绕路说禅：从禅的诠释到诗的表达》，北京：《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 

⑩ 周裕锴：《宋代诗学术语的禅学语源》，上海：《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6期。 

⑥ 张稔穰：《佛道影响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北京：《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 

⑩ 张锦池：《论 (红楼梦)的三世生命说与两种声音——说 (红楼梦)思想意蕴之精髓》，北京：《红楼梦学 

刊》增刊 《’97北京国际 (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专辑》，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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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最早的 《水浒传》没有征辽内容，为考证古代小说的版本演变提供了新思路①。孙逊认为宗教观念在古代 

小说中，逐渐由内容淡化为一种形式，成了小说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早期的遇仙模式，到了明清的小说中， 

主要功用是组织全书结构，推动情节发展，暗示人物命运；常见的 “转世”和 “谪降”模式，为小说提供了时 

空自由，由此形成的回环兜锁、圆如转环的结构，大大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②。戏剧方面，佛教对作品的结构 

影响受到关注。郑传寅从 “因果业报”和 “宗教幻想”论及戏曲结构模式与戏曲情节的传奇性③。张则桐指 

出，《度柳翠》杂剧是禅的戏曲载体，《度柳翠》杂剧存在一个 “禅——文字——人物”的转换，是文字禅进入 

杂剧的产物④。学者还对佛教戏剧在民间的传播作了深入研究。如目连戏，朱恒夫发现它从印度传来，在中土 

传播繁衍，最终形成了众多的目连戏种，也留下了明代万历年间郑之珍编的 《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和清宫的 

《劝善金科》这样的大戏剧本。朱恒夫梳理文献，指出郑之珍前就存在大型民间目连戏，在郑之珍剧本的影响 

下，各地又出现了大量的目连戏，清代目连戏演出在民间和宫廷都极盛一时⑤。 

佛教对元明清文论及文学流派的建构作用 ，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精神风貌的流变。周群指出， 

竞陵派和公安派 “虽都受佛禅浸润，但公安派主要从 ‘狂禅’中得离经慢教的精神，竟陵派则据此形成了荒寒 

孤峭的风格。公安派之失在浅露，竟陵派之失主要在于通过苦寂之境的描写表现了落寞的情绪”⑥。回顾近代百 

年间佛学对诗坛的影响，陆草得出了如下结论：由出世到人世、为革新所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是近代佛学对 

诗坛的主要影响；禅诗具有顽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中国近代诗坛是以文学与佛学的日渐分离而告终 

的；在中国近代诗坛上，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儒道释互补的传统机制没有根本变化⑦。二是文学审美概念 

的生发。祖先系禅学是元代禅宗中影响最大的，皮朝纲对其美学思潮作了考察⑧。詹杭伦就元好问诗禅观中的 

诗禅互动、诗禅异同、诗禅修养历程发表了看法⑨。黄卓越梳理了 “性灵”一词的起源，从 “性灵即真常之 

体”、“性灵即虚灵”、“性灵即自性流行”等层面阐释性灵说的佛学渊源，剖析性灵概念对晚明文学的影响⑩。 

陈洪指出，金圣叹、钱谦益、王夫之或移佛学命题与概念于文论，或运佛学思路于品评，他们的理论观点都蒙 

着一层佛光，如金圣叹的 “无”字说、“忍辱心地”说，钱谦益的 “熏习”说、“弹斥淘汰”说，王夫之的 “现 

量”说⑥。程相占认为，禅宗影响了王渔洋的人生态度，也影响了他的诗歌理论：“他借助禅宗弥补自己的心理 

裂痕，放弃了早年 ‘哀时托兴微’的诗歌理想而独倡浸透禅宗意味的神韵说。王渔洋出于迎合现实的目的而倾 

心禅宗，这种若即若离的生活态度，直接导致了神韵说的迷离朦胧，在题材、风格、内容诸方面未免陷于狭小 

的天地 ，其局限也是不言自喻的。”⑥ 
一 些小说作品的论文，从宗教史立场来关注，引人注目。如，陈寅恪从印度佛经中搜寻 《西游记》唐僧弟 

子原型，探讨其演变并归纳演变的公例，有发凡起例的作用⑩。张乘健梳理史料，指出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中的猴行者是哈努曼的变相，传人的媒介是佛教的密宗⑩。陈洪比勘 《西游记》吴本和杨本中的宗教文字，论 

证版本变迁，为版本研究提供了新思路⑥。还有不少学者，在宗教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观照佛教的文学影响。 

刘敬圻认为 《聊斋志异》的果报模式与现实人生对接，警示意图更具震撼力，遇仙模式则具有童话式的宽容和 

张锦池：《论 (水浒传>和 (西游记)的神学问题》，香港：《人文中国学报》第4期，1997年7月。 

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郑传寅：《精神的渗透与功能的混融——宗教与戏曲的深层结构》，载郑传寅：《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武 

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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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色彩，而 《聊斋志异》的旨趣依然是儒家思想，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惯性思维让 《聊斋志异》的兴奋点停留 

在儒教的修身①。梅新林在其专著 《(红楼梦)的哲学精神》中指出，石头的生命循环三部曲，蕴含的思凡、 

悟道、游仙三重复合模式，都是神话原型，具有儒、佛、道哲学指归，又经过 《周易》阴阳哲学的复合而有了 

阴阳悖论的形而上学意味。这造成了 《红楼梦》“对立幻影”符号分形、循环易位、本体象征的艺术法则。《红 

楼梦》的永恒魅力在于递进式的主题超越，由贵族家族向尘世生命再向生命之美的三重挽歌，最后通过天命与 

人情的悖裂，将人类命运推向一个余音绕梁的悲剧终极。 

五、小 结 

二十世纪 “佛教与古代文学”的研究，为今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一学术领域依然存在着大量问 

题。首先，研究者知识结构不健全，对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尤其是教派特色缺乏同情之理解，不少结论未切中 

要害。其次，研究者视野不够开阔，大量文体、作家、题材、主题、现象无人问津。再次，实证精神不强，许 

多结论泛泛而谈，或牵强比附，文献整理工作甚至还处于草创阶段。最后，缺乏本土化理论建构。何谓佛教文 

学?何谓佛教诗学?诸如此类的命题，很少探讨，或探讨不深入。有鉴于此，在参与 《武汉大学学报》设立 

《中国宗教文学研究》专栏时，我们在 “开栏弁言”中特意指出，专栏将围绕 “中国宗教文学的生成与传播”、 

“中国宗教文学的文体构成与文体特征”、“中国宗教文学的话语体系”、“中国宗教文学与民族精神”、“中国宗 

教诗学”等命题展开学术研讨；专栏将优先刊载如下论题的文章：从宗教史 (尤其是教派史)、文化史的立场对 

相关论题展开论述的论文，打破文学、艺术、宗教、民俗、考古、语言、文献等学科的界限，对相关论题作综 

合研究的论文，坚守民族本位建构宗教诗学的论文②。近六年来，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 

联合国内16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中青年学者酝酿编撰 12卷25册本 《中国宗教文学史》，并达成了如下共 

识：宗教文学就是宗教实践 (即修持与弘传)中产生的文学，其外延包括宗教徒创作的文学、虽非宗教徒创作 

但出于宗教目的用于宗教场合的文学、文人参与宗教实践有所感触而创作的表达宗教信仰和宗教体验的文学三 

部分；《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在文学史观上倡导三种理念：一是提倡文笔并举，二是倡导信行兼顾，三是倡 

导辨体研究；《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应该包含四个观照维度：一是教派史的体认，一是创作史的梳理，一是 

精神史的把握，一是诗学史的建构。其主要目的在于倡导宗教文学研究的民族本位、宗教本位、文体本位和历 

史本位立场，切除反映论、关系论、影响论下的文学作品，纯化论述对象，把握宗教文学的本质。只有将宗教 

实践层面的作品清理明白阐释明白，“宗教与文学”层面的作品才能有更为到位的把握，中国宗教诗学的建构才 

有可能完成。③ 

(作者何坤翁、吴光正，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 

① 刘敬圻：《(聊斋志异)宗教现象解读》，北京：《文学评论》1997年第 5期。 

② 吴光正、何坤翁：《坚守民族本位走向宗教诗学》，武汉：《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③ 吴光正、李小荣、张培锋、高文强、李舜臣、宋莉华、荣光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建构中国宗教诗学 (笔 

谈)》，武汉：《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吴光正、赵益、张勇、吴真、罗争鸣、刘湘兰、李舜臣： 

《中国宗教文学史研究 (专题讨论)》，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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